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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科学证据”规则
与全球卫生法的完善

何田田

【摘　　要】“现有科学证据”是环境生态和卫生健康领域国际条约的共同措词，是风

险领域国际法中国际组织与国家采取行动和作出判断的重要依据。“现有科学证据”是 《国

际卫生条例》中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界定因素，也是缔约国执行卫生措施

的判断依据。但是，作为风险决策关键因素的 “现有科学证据”缺乏界定，规范困境又加

深了解释与操作的异议和难度。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实践和国际法上预防原则的发展，为

理解科学与法律互动中 “现有科学证据”的含义，提供了新颖客观的借鉴角度，也有助于

思考全球卫生法的完善方向。

【关 键 词】“现有科学证据”　 《国际卫生条例》　 《ＳＰＳ协定》　卫生措施　全球卫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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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海洋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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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相互关联的当今世界，卫生健康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疾病、环境污染、烟草控制、气候变化、

生化恐怖主义、武装冲突等对人类健康产生了不利影响，亦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进一步放大，甚至

将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球的团结合作，而全球卫生治理将是重要的方法。

全球卫生法是全球卫生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社会通过搭建法律框架，促进跨境集体行

动和国际合作，以实现全人类的健康福祉。２００５年国际社会达成修订后的 《国际卫生条例》（以下简

称 《条例》），① 同意共同努力预防和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条例》是唯一用于应对传染病疫情和其它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硬法”条约。《条例》采用了 “全灾害”方法 （“ａｌｌ－ｈａｒｚａｒｄ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②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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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６月，《国际卫生条例》生效，世界卫生组织 （以下简称 “世卫组织”）１９４个成员国均是 《条例》的缔约国；列支敦士
登和教廷 （Ｈｏｌｙ　Ｓｅｅ）两个非世卫组织成员国在 《条例》生效后也接受 《条例》，成为缔约国。
［美］劳伦斯·Ｏ．戈斯廷：《全球卫生法》，翟宏丽、张立新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６３页。



仅适用于特定疾病暴发期间，也适用于不断变化的公共卫生风险。“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以下简称 “ＰＨＥＩＣ”）是 《条例》的创新核心概

念，是这一 “全灾害”方法的体现。

“现有科学证据”是 《条例》中ＰＨＥＩＣ的界定和缔约国采取卫生措施的主要判断依据。① ２０２０
年１月３１日，世卫组织总干事宣布新冠肺炎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构成ＰＨＥＩＣ；２０２０年５月１日，世

卫组织总干事按 《条例》再次召集讨论和评估全球情况后，宣布了维持ＰＨＥＩＣ的决定。② 《条例》缔

约国在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被宣布为ＰＨＥＩＣ后，也采取和执行了相应的卫生措施。一些国家在采取防控

行动的公开政策文件中，强调其措施是基于 “现有科学证据”或 “最佳可获得证据”的。③ 可见，

“现有科学证据”既是世卫组织行动的考虑因素，也是各缔约国采取卫生措施的决定依据。

“现有科学证据”在公共卫生事件判断实践中的重要性，得到了世卫组织、各个国家卫生部门

和公共卫生专家的强调和应用。相关科学与医学专家在国内外刊发的公共卫生事件评论中，都体现

了 “现有科学证据”思维。④ 但是，虽然 《条例》第１条提供了 “科学证据”的定义，即根据既定和

公认的科学方法提供一定证据的信息，但这一概念仍然是不清楚的。什么是 “现有科学证据”？为什

么 “现有科学证据”既是国际法文本中的依据，⑤ 也是公共卫生领域国内外专家的论证理由？⑥ 如何

理解与评价缔约国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基于 “现有科学证据”，甚至是 “现有信息”采取的额外卫生措

施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以及 “现有科学证据”在公共卫生事件和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什么作用？

本文将以 “现有科学证据”为视角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尽管 “现有科学证据”在不同文

本中的中文翻译不完全一致，例如有称为 “可用最佳 （科学）信息”“现有的科学信息”“最佳可得
（科学）证据”“可得到的最可靠的科学证据”，等等，但这些表述都与证据的科学面向相关，因此下

文将首先整理与区分 “现有科学证据”和相关表述、适用领域，揭示这一重要科学依据的特点与法

治困境，再通过借鉴世界贸易组织 （以下简称 “世贸组织”或 ＷＴＯ）规则与实践中对 “现有科学证

据”的已有解释，以及国际法上预防原则的相应实践，提出本文对 《条例》中 “现有科学证据”的

理解，进而以此为视角思考完善全球卫生治理之途。

二、“现有科学证据”的相关表述、特点与问题

“现有科学证据”及相关类似表述出现于众多国际法文本与实践中，但主要集中于卫生健康和环

境生态两大领域。本部分将先厘清这两个领域中 “现有科学证据”的表述及其关联，这是后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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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中文版将第１２条和第１７条中的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译为 “现有的科学依据”，但在第４３条第２款的 “ａｖａｉｌａ－
ｂｌ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又译为 “现有的科学证据”。两者英文表述相同，本文为论述方便，统一称之为 “现有科学证据”。
《世卫组织应对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时间线》，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ｚｈ／ｎｅｗｓ－ｒｏｏｍ／ｄｅｔａｉｌ／２９－０６－２０２０－ｃｏｖｉｄ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２０２０年６月５日。

ＣＯＶＩＤ－１９：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Ｍｏｖ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Ｐｈａ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ｏ　Ｄｅｌａ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ｕｋ／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ｎｅｗｓ／ｃｏｖｉｄ－
１９－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ｍｏｖｉｎｇ－ｏｕｔ－ｏｆ－ｃｏｎｔａｉｎ－ｐｈａｓｅ－ａｎｄ－ｉｎｔｏ－ｄｅｌａｙ，Ｊｕｎｅ　５，２０２０．
“现有科学证据”在医学领域称之为 “循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评估或循证思维。循证思维不但是衡量现代医学的关键指标，还
是医学决策者必具的思维。也就是说，临床决策必须建立在当前最佳证据的基础上。根据循证实践的原则，“最佳证据”是指因
果关系的证据层次。简而言之，并非所有证据都是平等的。参见Ｄａｖｉｄ　Ｌ　Ｈｅｙ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ＣＯＶＩＤ－１９：Ｗｈａｔ　ｉｓ　Ｎｅｘｔ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Ｖｏｌ．３９５ （１０２２４），２０２０，ｐ．５４２；Ｍａｒｃ　Ｌｉｐｓｉｔｃｈ　ｅｔ　ａｌ．，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ｅｅ－
ｄｅｄ，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ｅｊｍ．ｏｒｇ／ｄｏｉ／ｆｕｌｌ／１０．１０５６／ＮＥＪＭｐ２００２１２５＃ａｒｔｉｃｌ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Ｊｕｎｅ　５，２０２０。
《条例》第１７条表明 “现有科学依据”还是总干事对各国发布、修改或撤销临时或长期建议的依据。

正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强调，“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以科学和证据指导政策”。参见 《世卫组织总干事在慕尼黑安
全会议上的讲话》，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ｚｈ／ｄｇ／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ｄｅｔａｉｌ／ｍｕｎｉｃｈ－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ｉｓａｐｐ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
０，２０２０年６月５日。



其含义的重要基础。

（一）卫生健康领域的 “现有科学证据”

１．《国际卫生条例》

《条例》中与公共卫生风险密切相关的第１２、１７条和第４３条均表述了 “现有科学证据”。本文

重点分析的第４３条规定如下：

第４３条　额外的卫生措施

２．在决定是否执行……规定的额外卫生措施时，缔约国的决定应基于：

（１）科学原则；

（２）现有的关于人类健康危险的科学证据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或者此类证据不

足时，现有信息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包括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相关政府间组织和国际

机构的信息；以及
（３）世界卫生组织的任何现有特定指导或建议。

第４３条第２款表明，缔约国层面的决定有两个科学法律依据： “现有科学证据”或 “现有信

息”。值得注意的是，这与世卫组织层面在第１２条第４款第３项和第１７条第３款作判断的科学法律

依据 “现有科学证据和 （其他有关）信息”，略有差别。在缔约国层面， “现有的科学证据”以及
“现有信息”都可以构成执行额外卫生措施决策的依据；但只有当 “现有科学证据”不足时，“现有

信息”才能作为决策基础。

２．《ＳＰＳ协定》

世贸组织条约体系中的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ｎ－
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ｙｔｏ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以下简称 《ＳＰＳ协定》）同属卫生健康领域的国际条约。《ＳＰＳ协

定》也规定了 ＷＴＯ成员方采取卫生措施的科学法律依据。有意思的是，《ＳＰＳ协定》在这一问题的

法律措词与 《条例》文本类似。例如，《ＳＰＳ协定》第２．２条规定，ＷＴＯ成员应确保任何卫生措施

应根据 “科学原则”（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并且在 “无充分的科学证据”（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
ｔｉｆ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的情况下不再维持。第５条 “风险评估和适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保护水平的确定”第

２款规定成员的卫生措施以风险评估为基础，开展风险评估应考虑 “现有的科学证据”；第５．７条规

定当有关科学证据不充分时，成员可根据 “现有信息”（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ｅｒｔｉｎ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包括来自

有关国际组织以及其他成员实施卫生措施的信息，采用临时的卫生措施。

３．欧盟第１７８／２００２号条例

欧盟在其食品安全的国际法律规定中也有着与上述 《条例》和 《ＳＰＳ协定》措词一致的规定。

２００２年，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颁布了第１７８／２００２号条例，规定了在欧盟成员国间全面实施和适用的食

品法规。第１７８／２００２号条例第６条 “风险分析”第２款规定， “风险评估应以现有的科学证据 （ａ－
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为基础，并以独立、客观和透明的方式进行”。第７条 “预防原则”规

定，在特殊情况下，根据 “现有信息”评估后，可以确定健康危害发生的可能性，但依然存在科学

不确定性时，可以采取临时性的风险管理措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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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Ｎｏ　１７８／２００２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２８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２，ｈｔｔｐｓ：／／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
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Ｎ／ＴＸＴ／？ｕｒｉ＝ＣＥＬＥＸ：０２００２Ｒ０１７８－２０１９０７２６，Ｊｕｎｅ　５，２０２０．



（二）环境生态领域的 “现有科学证据”

“现有科学证据”及类似概念，也出现在与环境保护和资源养护相关的国际条约中，表述为 “最

可靠的现有科学证据”“现有的最佳科学”等。应该指出的是，尽管环境领域的国际法与卫生领域的

国际法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但其依然是两个不同的法律领域。两大领域的这种相关性，既表明两

者可作类比分析，也提醒需考虑各自的独特性。限于本文主题，本部分仅选取 《巴黎协定》《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这两个条约中提及的与健康、国内措施以及科学证据相关的法律条款。

１．《巴黎协定》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２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１９６个缔约方一致同意通过 《巴黎协定》。《巴

黎协定》“序言”提及，认识到必须根据 “现有的最佳科学知识” （ｂｅｓ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对气候变化的紧迫威胁作出有效和逐渐的应对；第４条第１款规定，缔约方……此后利用现

有的最佳科学 （ｂｅｓ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迅速减排；第７条第５款规定，缔约方……应当基于和遵循

现有的最佳科学 （ｂｅｓ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纳入相关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政策以及行动中。

２．《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实践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为 《海洋法公约》）第６１条第２款规定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对

生物资源的养护和管理措施，应参照最可靠的现有科学证据 （ｂｅｓ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第

１１９条第１款规定各国制定公海生物资源养护措施时，根据有关国家最可靠的现有科学证据 （ｂｅｓ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第２３４条规定沿海国有权制定和执行防止、减少和控制船只在专属经

济区范围内 “冰封区域”对海洋污染的法律和规章，这些法规应以最可靠现有科学证据 （ｂｅｓｔ　ａｖａｉｌ－
ａｂｌ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为基础。

国际海洋法实践近年发展迅速，但依然缺乏涉及处理现有科学证据解释与适用的国际判例。国

际法院的判决中没有讨论过最可靠现有科学证据，仅在２０１５年 “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进行的某些活

动案和哥斯达黎加圣胡安河沿线修建道路案”的庭审中，当事国的律师在法庭辩论中有所提及。在

该案中，就拉姆萨尔湿地的鱼类物种平衡和淡水鱼养护与环境方面，哥斯达黎加生态学专家考克斯
（Ｃｏｗｘ）在庭审中表示，他的专家意见是基于 “最可靠现有科学证据”作出的，这些科学信息得到

了中美洲鱼类物种权威专家和哥斯达黎加的一致认可，权威可靠。考克斯还提出，即使目前有关信

息不充足，也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保护鲜为人知的鱼类群落。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案例中没有提及最可

靠的现有科学证据，但在２０００年 “南方蓝鳍金枪鱼案”临时措施程序中，海洋法法庭提出，虽然现

有科学数据不确定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ａｔａ），但争端各方应 “谨慎行事” （ｗｉｔｈ

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ａｕｔｉｏｎ）。①

（三）“现有科学证据”的特点与问题

结合上述的文本和实践，可以得出 “现有科学证据”规则在国际法中的特点与问题。

１．“现有科学证据”的特点

一方面，“现有科学证据”出现在与风险和预防原则②相关的法律领域。在公共健康、食品安全、

环境保护、生态维持、资源养护等领域，“现有科学证据”“现有信息”等与科学性、不确定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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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原则有很多译法，例如预防原则、预防和预警原则、谨慎原则、风险预防原则等等，国内多数学者都将其译为风险预防原则。

从各法律文件中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的本义来看，本文采用 “预防原则”的译法。



险评估 （或环境影响评估）等表述同时或同步出现，尤其与预防原则有着内在的联系。① 近年来，国

际法上预防原则的法律地位问题发展很快，一些学者甚至倡导预防原则已经取得了习惯国际法的地

位。例如阿里·特劳伯斯特 （Ａｒｉｅ　Ｔｒｏｕｗｂｏｒｓｔ）就提出，国家有根据预防原则采取行动的权利和义

务，即便仍然存在一些科学不确定性，但如有合理理由认为存在对环境严重损害时，根据最可靠现

有信息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也应采取有效和符合比例原则的措施。②

另一方面，“现有科学证据”是国家作政策判断的依据，依此采取的措施具有临时性特征。基于

风险和预防原则，国家应尽早采取行动，以防止对健康和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但在实践中国

家采取行动的依据往往低于 “最可靠的现有科学证据”，在获得 “可得到的合理的”（ａｔ　ｈａｎｄ　ｏｒ　ｒｅａ－
ｓｏｎａｂｌ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以及 “科学驱动”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ｒｉｖｅｎ）③ 的证据时，国家就应该有所行动。由此，

“现有科学证据”的法律义务性就体现为国家需及时履行审查措施的职责，根据现有的、最新的科学

证据考虑调整或改变已经采取的措施。④

２．“现有科学证据”的问题

一是规范困境带来的实践操作难度。比较遗憾的是，在当前国际条约中都缺乏 “现有科学证据”

的明确定义，内涵的不确定带来无法确定问题、无法把握影响与态势的决策困境，采取何种判断与

行动，由此就成为一个法治难题。

二是科学的不确定性与法律的稳定性有内在矛盾。依据现有科学证据采取的措施由于具备临时

性、面向未来、动态性与 “可能是错的”等特征，⑤ 这与法治的安定性、人们对决策有效的普遍期待

有着根本的冲突与矛盾。⑥

三是 “最佳”“最可靠”的判断主体缺失。一些条约中在 “现有科学证据”前还带有 “最可靠

的”“最佳”的提法，“最”的表述暗含着判断与决策依据的证据材料是有等级的，但标准何在，谁

来判断，在国际法上是不清楚的。有学者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指向了应由相应专业国际组织或其

他第三方对措施 （法律或规章）的审核和判断。⑦ 这从２０１４年 “南极捕鲸案”中，国际法院对日本

捕鲸计划确立的审查标准中可窥一二。⑧ 即便识别出 “最可靠”的证据信息，但也必然会存在对 “最

可靠”的不同理解。

三、探寻 “现有科学证据”含义的比较分析

探寻全球卫生法下 “现有科学证据”规则，可借鉴已有的法律规定与实践。如前述， 《ＳＰＳ协

定》与 《国际卫生条例》在文本上的类似揭示了这两个条约的关联与比照。同时，《条例》第５７条

第１款规定，《条例》和其他相关国际协议应该解释一致，此处的 “其他相关国际协议”显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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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修订之前就生效的 《ＳＰＳ协定》。《ＳＰＳ协定》文本的相似性、关联性，以及世贸组织存在的

大量成熟国际实践，为理解 “现有科学证据” “现有信息”的含义提供了判例上的借鉴、比较与启

发。本部分将以 《ＳＰＳ协定》为比较分析视角，尝试为 “现有科学证据”含义提供一些最为基本的、

稍为客观的判断方向。

（一）《ＳＰＳ协定》下的 “现有科学证据”

１．“现有科学证据”的审查标准

世贸组织在 “欧盟诉美国和加拿大有关荷尔蒙案”和 “澳大利亚影响新西兰苹果进口的措施案”

中，对 《ＳＰＳ协定》下国家采取卫生措施所依据的 “现有科学证据”和 “现有信息”作了较全面的

解释和审查。“欧盟诉美国和加拿大有关荷尔蒙案”的上诉机构认为，根据 《ＳＰＳ协定》，任何国家

采取卫生措施要以充分的 “现有科学证据”所作风险评估为基础。何谓充分的 “现有科学证据”？上

诉机构提出，只要风险评估是有 “连贯推理和受尊重的科学证据”（ｃｏｈｅｒｅｎｔ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ａ－
ｂｌ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支持的，那这样的风险评估措施在客观上就是合法正当 （ｊｕｓｔｉｆｉａｂｌｅ）的。同

时，成员的卫生措施依据不一定需要科学界已有共识的科学证据，也可以建立在不一样的少数科学

观点上，只要这些观点同样具备科学和方法上的严谨性，且来源是受尊重的。有意思的是，上诉机

构同时也从反面阐释了何谓 “不充分”，即 “不能以定量或定性的方式”开展风险评估。① “澳大利亚

影响新西兰苹果进口的措施案”的上诉机构肯定了前案确立的这一 “充分”标准，并进一步指出，

应首先确定风险评估者所依赖的科学依据是否 “合法”（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即是否属于 “受尊重”的科学
（ｒｅｐｕｔａｂｌ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然后再审查依赖于科学证据的风险评估者的推理和结论是否客观和连贯。②

从上述两个世贸组织判例中可得出，世卫组织成员国采取卫生措施要取得合法性，需要依据达

到 “充分性”标准的 “现有科学证据”。何谓 “充分”，有两个要求：来源与说理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前者

要求来源要基于科学和方法上的严谨；后者要求说理要客观与连贯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ｈｅｒｅｎｔ）。基于

这种 “现有科学证据”所采取的卫生措施才能满足 《ＳＰＳ协定》的第２．２条与第５．１条。③

２．“现有信息”的审查标准

确立了 “现有科学证据”的审查标准后，必然会引出下一个问题，即如果现有科学证据没那么

充分，是否可以成为国家采取措施的依据。 《ＳＰＳ协定》规定，如果现有科学证据达不到充分性要

求，根据第５．７条，世贸组织成员可在 “现有信息”基础上采取临时的ＳＰＳ措施。

在 “欧盟诉美国和加拿大有关荷尔蒙案”中，欧盟称有 “充分”“现有科学证据”证明案中所涉

的六种促进生长的荷尔蒙的其中一种对人类健康有害，应禁止进口和销售经这种荷尔蒙处理的肉类

产品；对其他五种荷尔蒙，基于科学证据无法开展评估，根据 《ＳＰＳ协定》第５．７条，欧盟可在现

有信息的基础上，根据预防原则采用临时卫生措施予以禁止。在专家组报告中，专家组认为欧盟采

用的针对这五种荷尔蒙的临时卫生措施，没有充分证明它们对人类健康的风险，也没有提供关键多

数、足以彻底推翻以往国际组织科学结论的新证据，尤其是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联合专家委员会发

布的、认为经荷尔蒙处理的动物的肉是安全的结论，因此欧盟的临时措施违反了 《ＳＰＳ协定》。但

是，上诉机构推翻了专家组的这一裁定。在上诉机构看来，即便现有科学证据不充分，不足以开展

风险评估时，体现预防原则的第５．７条同样赋予成员根据 “现有信息”采取临时卫生措施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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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 “现有信息”与临时ＳＰＳ卫生措施之间，满足理性和客观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的联系，这

种措施就是合法的。① 同时，一些如公众关注、仅强调不确定性和无法预测等信息，不属于第５．７条

所指的 “现有信息”。② 从这个意义上，当现有科学证据不足以完成风险评估时，国家可以在不满足

第２．２条和第５．１条所设定的更为严格的 “充分”标准时，③ 仍有一个 “临时 ‘安全阀’”（ｔｅｍｐｏｒａ－
ｒｙ　ｓａｆｅｔｙ　ｖａｌｖｅ）可采取行动。欧盟法院２０１７年在关于转基因食品的 “意大利乔治·菲多纳托
（Ｇｉｏｒｇｉｏ　Ｆｉｄｅｎａｔｏ）等人案”中，就前述欧盟第１７８／２００２号条例和相应措施、预防原则等作了一些

解释。欧盟法院同样认为，第１７８／２００２号条例的第７条预防原则是国家采用临时管理措施的一般原

则；在适用第７条时，也应与其他后续的细化规定结合解释。④

从世贸组织和欧盟的实践中可观察到，《条例》《ＳＰＳ协定》和欧盟法律都有相似性，即 “现有

信息”是预防原则的体现，审查标准更低一些，“现有信息”即便不那么充分，只要在信息与措施之

间建立起 “理性和客观”的 “桥梁”，也可以成为国家采取措施的理由和依据。

（二）《国际卫生条例》下的 “现有科学证据”

世贸组织对 《ＳＰＳ协定》的上述理解，为解释 《条例》的 “现有科学证据”提供了重要启发。

尽管这两个条约存在紧密联系，但仍有一些差异需厘清。在 《条例》背景下，为防止缔约国执行过

度额外措施以应对疫情，从理论上如果完全采用世贸组织对现有科学证据严格的 “充分”标准，可

能有助于防止缔约国在疫情中执行过度的、无理的措施，并要求国家在采取措施前就重视考虑其科

学理由。但从实际角度，《条例》中关于国家采取卫生措施的 “现有科学证据”与 《ＳＰＳ协定》还存

在一些细微差别，其中最主要的不同在于，《条例》没有要求 “现有科学证据”需要明确如 《ＳＰＳ协

定》第２．２条的 “充分性”标准，仅强调措施必须符合目的与宗旨的比例性与合理性等。这就意味

着缔约国依照现有科学证据采取措施的合法性问题，最终几乎都会成为比例原则或合理性的辩论，

也就逃不出各种诉诸国家能力或国家现实的主观裁量 “怪圈”。这表明 《条例》中缔约国采取的与疾

病全球暴发有关的卫生措施不能完全比照世贸组织的解释来理解。

１．借鉴的解释

依据上述 《ＳＰＳ协定》实践中确立的审查标准，《条例》下的 “现有科学证据”理解有如下三个

方面可以比照适用。

首先，《条例》第４３条的 “现有科学证据”在一般情况下需要满足 “充分性”标准。虽然
《条例》没有如 《ＳＰＳ协定》第２．２条明确规定有 “充分性”要求，但是，由于其同样表述了

当 “现有科学证据”不足时对现有信息的考虑，可推理出，在 《条例》设想下国家采取额外卫

生措施的 “现有科学证据”，是要达到 “充分性”标准的，即主要考量科学证据的来源与说

理。

其次，根据第４３条第２款的结构，要根据 “现有信息”执行卫生措施，要先行满足第２项前半

句 “现有科学证据不足”的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在遵守了对于 “现有科学证据”是否有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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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和实质评估后，才能触发和援引 “现有信息”。①

再次，“现有信息”的表述体现了卫生健康领域的预防原则，满足标准更低一些。“现有信

息”即便不那么充分也可以成为卫生措施的依据，其标准不再停留于审查科学证据本身的来源

与推理，而是转为考察信息与措施之间的联系，要满足依据与行动之间 “理性与客观”的

联系。

２．独特的解释
《条例》的目的与宗旨，即第２条所规定的 “以针对公共卫生风险，同时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

造成不必要干扰的适当方式，预防、防御和控制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 《条例》 “现有科学证据”

独特解释的主要考虑方向。结合该目的，“现有科学证据”的 “现有”是本文分析的关键。

一方面，“现有”是一个动态的时间要求。欧盟法院在实践中解释过 “现有”的含义，即须最新

的科学数据和科学成果。② “现有”就是 “最新”，这表明该词包括了一个动态的、变化的时间要求。

《条例》允许国家以 “现有”为基础采取卫生措施，本来就是为解决缔约国在不得不采取行动决策的

这一刻的时间点上，尽管仍有科学不确定，但依然可作出合法合理决策的问题；这也是 《条例》为

实现其 “预防、抵御和控制疾病的国际传播”和保护人类健康而留出的法律上采纳科学证据的 “空

间”。

这一 “现有”的时间 “空间”契合了全球公共卫生事件 “与时间赛跑”的特点，框定了 《条例》

下世卫组织和缔约国所承担的诸多严格的程序性义务。例如，《条例》规定，缔约国需在４８小时内

评估所有紧急事件的报告，如果评估结果符合潜在ＰＨＥＩＣ，应在２４小时内通报世卫组织；根据第

１０条，缔约国有义务在２４小时内核实、答复世卫组织从其他来源获知的潜在ＰＨＥＩＣ信息。再如，

在第４３条下，缔约国必须考虑公共卫生风险事件中世卫组织的建议，需在３个月内 “审查”此类措

施；如果实施的额外卫生措施明显严重干扰了国际交通，应将此类情况通知世卫组织。如此严格的

时间性程序义务，正是由于全球卫生安全在全球化时代已经绝不仅是一个国家能处理的问题。可见，

由于无法准确界定与时间密切相关的 “现有”， 《条例》为国家在公共卫生事件中执行的卫生措施，

规定了一些比 《ＳＰＳ协定》更为严格的、更具限制性的程序义务。

除了以严格的程序性义务框定 “现有”含义以外，本文认为，还可以为科学证据的 “现有”划

定一个清楚的信息源范围，同样是一个重要的相对客观标准。借鉴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判例，可为
“现有”界定来源上的 “负面清单”和 “正面清单”范围：现有科学证据的来源，包括专业政府间国

际组织提供的信息，不包括仅强调公众关注、不确定性和无法预测等信息。

另一方面，从条约解释的角度看，注意到第２款第２项所保护的利益或目标是 “人类健康”。如

果不是为了 “人类健康”采取的措施将不被该条所允许；同时，也需要与 《条例》的目的与宗旨，

即第２条中的 “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造成不必要干扰的适当方式，预防、防御和控制疾病的国际

传播”相兼容。《条例》的大目的将构成对解释该项中 “人类健康”小目标的限制。一旦关于人类健

康危险的科学不确定性消失，根据 《条例》的宗旨，无论是基于 “现有科学证据”，还是适用预防原

则和 “现有信息”，都将不能再成为卫生措施的合法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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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对 《ＳＰＳ协定》的借鉴解释和 《条例》自身的特点，作为缔约国在公共卫生风险中采

取卫生措施的依据，“现有科学证据”“现有信息”的含义有了判断的基本方向，包括：基于科学证

据本身的来源与说理，科学证据信息源的范围，科学证据的作出时间，严格的程序要求，《条例》目

的与宗旨的限制。这构成本文客观化与标准化 “现有科学证据”规则的分析结论。

四、以 “现有科学证据”为视角完善全球卫生法的思考

“现有科学证据”本身是一个科学探究的过程；当运用科学证据来作决策时，就需要将科学证明

过程法律化。尽管本文尝试为 “现有科学证据”提供一些客观化方法，但应当承认这依然不能完全

解决世卫组织与缔约国在ＰＨＥＩＣ期间遇到的法律困境。① 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事件审查委员会、

全球卫生法学者、全球流行病学者等专业人士，都在以各种方式推动 《条例》实施、促进世卫组织

改革，提出了众多跨学科的创新行动与建议。② 本文也将以现有科学证据为视角，尝试提出一些观察

与思考，以期推动全球卫生法的完善。

（一）尊重全球卫生法以科学为本的原则
《条例》是一份基于疾病的，且具有法律拘束力的 “科学”国际法。疾病问题首先是一个科学问

题，需依赖专业判断和经验得出应对方式，如疾病致死率、疾病传播率、疾病起源等，都属于科学

问题。由此，科学原则，科学依据，“现有科学证据”，风险评估，设立 《条例》专家名册，建立专

家委员会，“附件２：评估和通报可能构成ＰＨＥＩＣ”（以下简称 “附件２”）的新病原体评估与通报算

法，等等，这些科学表述与科学概念在 《条例》中反复出现；《条例》甚至尝试在第１条就给 “科学

证据”下定义，这在本文看来，《条例》的科学特点是鲜明的，是循证思维、科学精神和专家参与在

国际法的集中体现。

遗憾的是，在ＣＯＶＩＤ－１９的应对中，《条例》的这一科学面向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一些国家

看来，其关注的重点并非疾病的科学评估、疾病的科学命名、技术攻关等问题，而是关注所谓疫情

下的 “法律责任”，并频频以政治干预破坏全球卫生法中的科学本质。实际上，从１８９２年 《国际卫

生条约》到２００５年 《条例》，从来没有国家利用过卫生法中的争端解决条款以提起在疫情下的法律

责任问题，③ 这表明国家不倾向于在传染病背景下通过国际法来追究所谓的责任。在全球化的今天，

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在任何时候出现跨界传染性的致病威胁。疾病起源的不可控，表明客观上没有一

个国家能保证疾病从来不会在本地暴发，这使得国家缺乏国际追责的集体动机。④ 因此，这种争论不

是真正的有意义的问题，却在极大地破坏着全球卫生法的科学之本。

由此，强调、理解与尊重全球卫生法中的科学本质，在当下意义重大。正是基于科学基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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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卫生事件信息流动规则是以 “小时”为单位的；风险评估是开放性的；世卫组织的建议是没

有法律拘束力的。也正是基于科学精神、病毒 “无国界”的特点，《条例》要求缔约国之间互相 “尽

可能相互合作”；要求世卫组织应 “尽可能与缔约国合作”。正如学者艾亚尔 （Ｅｙａｌ　Ｂｅｎｖｅｎｉｓｔｉ）所

言，全球卫生法较好的状态是 “一旦科学家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所有人都将跟随其领导，遵守世卫

组织提出的必要措施”。① 全球卫生法应该是由科学驱动的，而非诉讼。②

（二）推进全球卫生法的规则细化

基于对疾病和科学、合作与援助的这些基本认识，卫生法律和政策就有进一步的完善空间。就

目前而言，全球卫生法的细化有两个方向：法律规则的细化与科学标准的细化。

第一，细化世卫组织在 《条例》下的公共卫生事件全球预警分级规则。根据 《条例》，宣布一个

公共卫生风险构成ＰＨＥＩＣ是世卫组织在应对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唯一的全球警报工具。除此以

外，目前别无其他规则。很多缔约国由于缺少世卫组织的权威信息与指导，其本身无法确定公共卫

生事件中的 “现有科学证据”和 “现有信息”，也不清楚在何时应当采取什么行动，因此在世卫组织

宣布ＰＨＥＩＣ之前，这似乎是一个全球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的静止阶段。③ 由此，目前可考虑通过新的

规范、创新风险级别，制定中间警报级别或高于ＰＨＥＩＣ的更高警报级别，以协助缔约国获得来源权

威的、现有且充分的科学证据，协助缔约国更好地利用 “现有科学证据”作为其国内措施的判断

依据。

第二，细化世卫组织科学证据与科学信息的及时共享机制，促进科学与法律的国际合作。世卫

组织在ＰＨＥＩＣ期间的科学判断主要源于 《条例》下设的突发事件委员会，目前委员会专家名册中共

有４４３名８１个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包括流行病学、医药学等方面的专业人士，但较缺乏一些如后

勤与外勤支持、医学人类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④ 在完善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的构成、增加

不同领域专家的基础上，可考虑修订内部规则，完善议事规则与程序，细化增强专家科学决策透明

度的方法，增订专家签署利益冲突声明书等方式，将世卫组织科学证据的形成与更新等流程尽可能

地法治化。⑤ 再如，尽管 《条例》是唯一管理全球卫生安全的法律框架，但全球卫生治理中依然有很

多问题 《条例》是没有规定的，例如病原体和数据的共享，公平获得药品和疫苗的规则等。尽管

２０１１年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 《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但

这一框架目前并无法律拘束力。

第三，细化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过程的科学标准。作为一份帮助缔约国发现、评估和报告可能具

有公共卫生意义事件的文件， 《条例》 “附件２”是一份科学问题法律化后的文件，很有借鉴意义。

“附件２”设计了流程图与相应 “算法”，只需要按指引的步骤，对相应的四个问题判断 “是”或
“否”，只要有两个 “是”，就需要向世卫组织通报。因此，世卫组织进一步借鉴如 “附件２”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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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实施 〈国际卫生条例 （２００５）〉——— 〈国际卫生条例 （２００５）〉在埃博拉疫情和应对方面的作用审查委员会的报
告：总干事的报告》，Ａ６９／２１，第１０４～１０９段。

世界卫生组织：《实施 〈国际卫生条例 （２００５）〉——— 〈国际卫生条例 （２００５）〉在埃博拉疫情和应对方面的作用审查委员会的报
告》，Ａ７２／８，第２６段。

参见蔡奉真：《全球卫生治理中之专家决策与透明度问题———以 Ｈ１Ｎ１新流感事件为例》，吴金峰主编：《２０１１科技发展与法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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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法律化思路，采纳当前一些较为成熟的风险管理周期理论，或者疾病管理方式等，以具体且操

作性强的方式将其标准化与法治化，这既是尊重科学规律与自然规律的体现，对于很多缔约国来说

也是更具操作性和指引性的科学信息。

（三）构建全球卫生国际协调机制

世卫组织是全球卫生治理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参与者，但并非唯一行动者。有效的国际协调与

应对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全球卫生国际协调机制早就体现在世卫组织的发展与改革进程中，在

ＣＯＶＩＤ－１９的全球应对经验中，更是突显了以科学信息为视角构建与完善公共卫生国际协调机制

的必要性。

第一，有效发挥非国家行为者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作用。在一般国际法律制度中，国家和政府

间国际组织是主要参与者，国家更是处于主导的地位。但全球卫生领域略有不同，在 《条例》生效

前，缔约国和世卫组织就认识到，为实现卫生目标，世卫需要和非国家行为者交往。在２００５年 《条

例》之前的旧全球卫生制度中，世卫组织只能处理来自缔约国提供的信息。《条例》生效后彻底改变

了这一做法，在科学信息和应对方面允许世卫组织从非国家来源收集和使用监测信息。这在客观上

扩大了世卫组织风险信息的来源，促使非国家行为者目前以更多的方式频繁地登上了这个曾经由世

卫组织独占的 “舞台”。① ２０１６年５月，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 《非国家行为者交往的框架》，提出分

别适用于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实体、慈善基金会和学术机构的具体政策和实施程序。２０１８年，与

世卫组织有 “正式关系”② 的非国家行为者有２１４个。根据２０１９年 《条例》实施情况总干事报告，

２０１８年世卫组织的事件管理系统共记录了４８４起公共卫生事件，仅有约３１％是来源于国家政府机

构；其他信息来源包括世卫组织办事处和其他组织。③ 由此可见，世卫组织可以进一步理顺与推动非

国家行为者在提供科学证据、提供技术和资金方面的体制机制，使这些非国家行为者在全球卫生治

理中发挥出有效作用。

第二，充分整合与借鉴其他国际法律制度，尤其是国际环境法律制度。构建全球卫生协调综合

体，须考虑国际法中不同法律制度与全球卫生法的有效关联及相互影响。在融合理念创新方面，以
《条例》为主的全球卫生法律框架早在２００５年通过时就首次在全球卫生法律中纳入人权义务，强调

保护公众健康，也得顾及人的尊严。这不但说明了全球卫生法需要与国际人权条约相互借鉴与协调，

也反映了卫生问题的广阔讨论空间。

如上文提及，“现有科学证据”和相关概念同样规定于环境生态领域国际条约中，国际环境条

约已经受到全球卫生治理的影响，如 《巴黎协定》《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等环境条约，都将保护人

类健康作为其目的与宗旨。④ 据学者统计，有３００多个国际环境条约直接规定了与卫生健康有关的

规定，即便是一些未明确提及人类健康的环境条约，也通过规定一些如降低污染水平和创造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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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就不同主题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发出声音。参见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治理改革进程———

非国家行为者的参与：总干事的报告》，ＥＢ１４５／４，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５日，第５段。

正式关系 “为一特权，执行委员会可授予曾为并继续为本组织利益进行了持续和系统交往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商会和慈善基金
会”。参见世界卫生组织：《与非国家行为者交往的框架》，ＷＨＡ６９．１０，第５０段。

世界卫生组织： 《实施 〈国际卫生条例 （２００５）〉——— 〈国际卫生条例 （２００５）〉实施情况年度报告：总干事的报告》，Ａ７２／８，

２０１９年４月４日，第２段。
《巴黎协定》“序言”规定：“应当尊重、促进和考虑它们各自对人权、健康权……”；《关于汞的水俣公约》（ｔｈｅ　Ｍｉｎａｍａｔａ　Ｃｏ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ｅｒｃｕｒｙ）“序言”规定：“必须对之采取进一步的国际行动，以期减少因汞及其化合物向环境的释放而对人体健康和
环境构成的各种风险。”



环境等治理手段，间接地促进全球卫生治理。① 尽管如此，环境法和卫生法仍然是国际法的两个领

域，国际环境条约规定了科学证据与人类健康，但却鲜有提及全球卫生制度和世卫组织。正如学者指

出，这两个领域中目前似乎缺乏能产生关联的正式机制，处于 “低水平的互动”（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中。② 由此，全球卫生治理的手段是多样的，整合较为成熟的国际环境制度、评估环境制

度对全球卫生治理的贡献，构建与完善全球卫生国际协调机制，仍然是有待发掘的重要课题。

（四）中国与全球卫生治理

这些基于 “现有科学证据”的理解与思考，都可以成为中国未来更有效和深入参与全球公共

卫生治理的方向。“现有科学证据”的视角反映了公共卫生风险 “未知”与 “面向未来”的特点，

以及科学证据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 “现有”性与 “充分”性，凸显了全球卫生治理中科学态度、

科学精神的重要性。在ＣＯＶＩＤ－１９的应对中，中国作为初期科学数据信息共享的主要提供方，在

促进全球科学证据和科学信息的迅速、公开和透明共享方面，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与赞许。尽

管全球卫生法上目前没有病原体和数据共享的国际法律规定，但中国仍然在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

共享了病毒的基因序列。早在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２日，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武汉病毒研究所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定机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

息，在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 （ＧＩＳＡＩＤ）发布，全球共享。③ 正是基于中国提供的科学证据和最佳

科学信息，全球科学家在ＣＯＶＩＤ－１９的应对中才得以争分夺秒地开展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极大地

协助与推动了ＣＯＶＩＤ－１９药品和疫苗的加速研发。④ 中国未来在深度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在

科学证据和科学信息规则的细化与程序设计方面，以及在全球卫生国际协调机制体制的建构上，都

能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五、结语

证据为王，这是科学与法律的共同规则。“现有科学证据”体现了一种在预防原则主导的风险社

会中，科学专业知识与法律制度的互动模式，是将在环境生态、卫生健康等领域的科学不确定性，

限制在法律 “藩篱”中的努力，是保障风险领域决策判断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关键因素。

借鉴世贸组织对 《ＳＰＳ协定》中 “现有科学证据”的充分性标准、联系性要求，融合国际法已

有的实践，结合 《条例》中 “疾病与科学”“合作与援助”的理念与宗旨，本文尝试为 “现有科学证

据”这一具有风险与未知科学特征的判断依据，为 “面向未知决策”的传统法治困境，提供一个国

际法上较为客观清晰的认知与分析基础，这也是探寻中国未来深度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有效途径。

守护 “同一个健康”，全球都是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唯有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尊重科学与法

律，方能迎来人类发展的新篇章。

（责任编辑：龚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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